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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论：儒家心学的一种新诠释
———兼论“中国有无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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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 哲学系／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 ］儒家心学的内在论表现在，它是一种以心灵为本体，
通过心有“同然”的预设，以“类”概念构成论证的逻辑前提，由此
来达到“以一知万”的目标。它通过一种类比性的辨识和推论，
用某种有限意义上的一致主义的方式，来确证忠孝仁义之类的
道德原则的普适性。儒家心学的内在论的突出表现，是把事物
的“理”看作是心灵所赋予的结果，这类似于现代哲学的“意义投
射”的解释。“良知”本身以及“行”被用来作为认识的准则。不
过以这种类比的方式来推论道德原则的普适性，导致论证上出
现一些问题，包括如何从个别性的对象中推出一般性命题、如何
从他人不可显现的内心情感活动中得知其具有“恻隐之心”。使

用“内在论”等西方哲学的概念来诠释儒家心学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我们了解它的哲学形
态，从而有助于反驳“中国没有哲学”的论调。判定哲学的标准不应是其叙事方式，而应以
思想与教化的功能来界定哲学。
［关 键 词 ］内在论　儒家心学　“类”概念　普适性　哲学功能
［作者简介］陈嘉明（１９５２— ），男，福建省闽侯县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知识论与认知

科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知识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西
方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３９－８０４１（２０１２）０５－００４７－０７

　　《庄子·秋水》里有一段著名的“濠梁之
辩”。庄子说：“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
子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说：“子非我，
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说：“我非子，固不知
子矣；子固非鱼矣，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关
于这段对话，人们有着不同的解释，如解释为怀
疑论、诡辩论等。不过，从知识论的角度看，我
认为可将它解读为提出了认识及其确证的根据

与可能性问题。也就是说，它的诘难与论辩的
基本思想是，认识是以主体本身为根据的，或者

进一步说，是以主体对自身心灵的内在“把握”
为根据的。惠子之所以质疑庄子，理由是庄子
并非鱼，也就是说，他不是那一“出游从容”者的
主体，所以不可能认识儵鱼的心灵状态，不可能
知道儵鱼是否处于快乐的状态。同样，庄子用
以反驳惠子的，也是相同的理由，即惠子并不是
我（庄子），因此不可能知道我是否认识到鱼是
否快乐，等等。这段著名的哲学对话实际上明
确地提出了认识的根据问题，并且同样明确地
将这种根据放置在主体的心灵之上。由于心灵

·７４·



属于一种“内在”的状态，所以这种把握认识根
据的方式属于一种“内在论”（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ｍ）。联
系到当代哲学的“他心问题”，即由于他人心灵
的不可显现性，我们是否能够认识以及如何认
识它的问题，上述濠梁对话就凸显出其理论意
义。本文的论题也由此引出，即中国传统哲学
中是否存在某种“内在论”。在我看来，儒家心
学可诠释为一种内在论①，不论是从本体论还是
从知识论②的形态上看，都是如此。此外，这一
以西方哲学概念为视角的诠释，自然容易使人
联系到“中国有无哲学”的争论，因此这也就附
带地成为本文最后所要叙说的一个问题。

一、内在论的根据———心是本体

在中国哲学史上，人们通常将“孔孟”哲学
并称，作为儒家哲学的源泉和最高代表，但实际
上，孔子和孟子两人的哲学虽然在内容上相类，
都是一种“仁”的哲学，都主张仁义忠孝的伦理，
但它们在哲学的形态上是不同的。孔子哲学在
根本上属于一种自然主义，“子不语怪力乱神”，
即对于超经验的东西，孔子是不谈、不涉及的。
孔子只是提出道德规范的原则，诸如“仁者爱
人”、仁义礼智之类，至于这些道德规范的根据
是什么，孔子也是不加考虑的。但孟子则不同，
他要深挖这样的根据，从学理上予以更深入的
解释，因此有“恻隐之心”之类的“四端”说。这
意味着孟子提出了道德伦理在人性善方面的形

而上学根据，从而使儒家哲学具有了形而上学
的形态。自然主义与形而上学，这是孔子哲学
与孟子哲学分别具有的不同形态。
与此相关，哲学在孟子那里表现为内在论，而

在孔子那里则不是。这种内在论在儒家哲学中从
孟子开始，后来在陆象山尤其是王阳明那里发扬
光大，以“心学”的形式达到其学说的高峰。
孟子哲学以“心”为认识与行为的根据，这

是大家所熟悉的。“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
也，我固有之也。”③这一命题明确地宣称所有道
德基本准则都是来源于“心”，“心”是它们的源
泉与根据，因此，就能够是“尽其心者，知其性
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
事天也”④。在这段话中，不论是“性”还是“天”，
对于它们的认识都是不假外求的，都是通过“尽

心”就可得到的。据此，孟子的哲学也可归为一
种先验论。

孟子提出的“四端说”，对于儒家哲学来说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使儒学开始具有了形
而上学的形态。“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
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

智之端也。”⑤这里的“端”，是开端之意，要解释
的是仁义礼智来自何处，也就是它们的源泉和
根据。由于仁义礼智是儒家所倡导的基本价
值，它们都被归为来自心灵本体，因此，孟子的
这种内在论是一元的、彻底的。

王阳明的良知哲学是孟子心学的延伸与放

大。他论述说：“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⑥除
了同孟子一样把心作为“性之体”之外，稍有不
同的是，王阳明更多地谈到“理”，并且基于宋明
时期的哲学思想背景，也更明确地把“理”的来
源归之于心。这从他的这段话中即可看出：“故
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
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
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⑦有孝亲
的心，就会有孝亲的理，反之则没有；有忠君的
心，就会有忠君的理，反之同样没有。很明显，

这与孟子的心学思想一脉相承，都是把忠孝仁
义的来源与根据置于“心”这一本体之内。另有
不同的是，王阳明还把知与行统一起来，提出
“求理于吾心”，乃是“圣门知行合一之教”⑧，极
力强调知行合一，并使“行”成为确证“知”的一
个手段。

这里涉及的一个问题是，道德原则如何能够
“根于心”，我们又如何能够认识到它们是“根于
心”的？这在西方哲学那里是到了康德才提出
的问题。对于康德而言，所谓认识是与现象相
关的，或者说，认识的对象只能是可见的现象，

而不可能是不显现的、不能诉诸直观的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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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内在论”，是借用西方哲学的概念，主要指认识与确
证的根据在于心灵的学说，但并不局限于西方哲学这一概
念的现有含义。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亦可翻译为“认识论”。虽然在英语中“知
识论”与“认识论”都是这同一个词，但在汉语中则各有侧
重，因此本文将根据语境的不同而分别使用这两个概念。

④⑤　《孟子》“告子上”、“尽心上”、“公孙丑上”。

⑦⑧　王阳明：《传习录》，卷中，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



由于“自由意志”这一道德法则的根据（本体）无
法见诸现象，因此它只能是“设定”性的，我们只
能通过道德法则的存在来推定它的存在。所以
康德说，道德法则是自由意志存在的“认识根
据”。反之，自由意志是道德法则的“存在根
据”；①后来新儒家牟宗三不满意康德的上述解
释，他接受熊十力的看法，断言道德的基础不能
只是某种设定性的东西，否则道德就会处于孤
悬的状态。因此，他试图借助“理智直观”的概
念来论证心（自由意志）的实在性，对此我曾提
出批评性的意见。② 不过，对这类问题的认识属
于现代哲学的范畴了，它是知识论深入发展的
结果，反映的是实证的哲学思想与非实证的哲
学思想的冲突。

二、心有“同然”的预设及其“类”的逻辑

以心为认识的本体，这是内在论的基础，但
也只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因为内在论的成立，更
复杂的问题在于这样的认识主张是否能够以及

如何能够成立。具体说来，既然人的心灵都是
个体性的，而知识乃是普遍性的，那么，如何能
够从个体性的心灵的主张达到一种普遍性的认

识结果？这就需要解决认识的确证方面的问

题。
（一）以“心有同然”为预设前提
儒学的心性哲学的基本主张是，仁义礼智之

类的道德原则是来自于心、不假外求的，并且是
每个人都内在具有的。但现实的情况是，每个
人作为道德主体都是个体的，因此一个需要面
对的问题是，如何解释这些道德原则所具有的
普遍性？

在这方面，儒家心性哲学采用的是一种预设
的方法，也就是预设人心都有其相同的地方
（“心有同然”），并以此构成论证的逻辑前提。
我们先来看《孟子·告子上》中的一段论述：

　　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
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
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
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

在这段话中，孟子通过类比的方式，从人的味觉
嗜好、听觉欣赏等有共同之处，推演出人心也一
样有其共同之处，即在道德伦理的原则、标准方

面有所“同然”。并且，孟子强调，这种共同的道
德之心并不是圣贤所独有的，而是包括普通百
姓在内都具有的（“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
之，贤者能勿丧耳”③）。显然，如果这一前提能
够成立，那么就可以演绎出这样的逻辑结果：普
遍性的道德判断是得以可能的。

孟子这一设定性的前提后来为陆象山、王阳
明所延续，他们沿用了相同的思路与概念。这
里兹列举一二。陆象山提到：“此心此理，我固
有之，所谓万物皆备于我，昔之圣贤先得我心之
所同然者。”④王阳明也说：“此圣人之学所以至
易至简，易知易从，学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
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⑤正由于有这样的前提，
王阳明就能够否认有“人己之分”，从而肯定仁
义之类的“精神”、“志气”是流贯通达，人所共有
的。⑥

（二）以“类”概念为认识基础
不难看出，上述孟子等心性哲学的“人心同

然”的预设，是建立在人作为共同的“类”的基础
之上的。具体说来，由于所有的“人”都属于一
个共同的类，所以他们才能有饮食上共同的嗜
好、听觉上共同的爱好，以及有着共同的人心、
共同的道德准则。孟子这方面的例证很多，如：

　　舜，人也；我亦人也。⑦

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⑧

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
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

亦类也。⑨

这些所要论证的都是相同的道理，即不论尧舜
这样的圣人或普通的黎民百姓，他们都同属于
人“类”，因此都会具有相同的“心”，也就是“心
有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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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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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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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见《康德全集》，第５卷，第５
页，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陈嘉明：《康德与先验论证问题》，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
版），２０１０（４）。

⑦⑧⑨　《孟子》：“告子上”、“离娄下”、“离娄下”、“公孙丑
上”。
《陆九渊集》卷一《与侄孙浚》。

王阳明：《传习录》，卷中。

王阳明：“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
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传习
录》，卷中）



应当指出，“类”概念在中国古代哲学思维
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类比推理的逻辑就是基
于它而建立起来的。这种“类”的逻辑思维的特
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密切相关。中国传统
文化属于一种“象形的”、“具象思维”的文化，其
最直接的表现是象形文字、号脉看舌象的医学、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哲学认识论。而西方
文化则相反，它是一种抽象的、形式化的文化，
其语言是拼音文字的，其数学在古希腊时代即
已产生了具有公理系统与形式推理的欧几里得

几何学，其医学是分析的，等等。
具象的思维因为不注重分离出事物“形式

的”方面，所以在归纳法或演绎法等形式的推理
方面都比较欠缺。它的逻辑论证因此主要依靠
内容方面的共同性的“类”来作为基础，并由此
进行一种类比性的思维和推理。与此相关，
“类”概念在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作用就凸显出
来，它成为中国古代经典逻辑———墨辩逻辑中的
“故”、“理”、“类”的“三物逻辑”中的一种。

“类”概念在认识中所起的作用，一是用来
作为辨别事物的性质、衡量事物的轻重的标准。
孟子所说的“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
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①就是其中的一例。
这句话说的是，有人因无名指弯曲伸不直这样
的小事，就觉得不如他人而嫌恶，但对于心不如
他人这样的大事却不知道嫌恶，这叫做“不知
类”，也就是对这两种不同性质、不同轻重的事
物的类别未能加以区别。

“类”概念在认识中所起的另一种作用，按照
荀子的说法是使人能够“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
微知明”②，也就是进行某种推论。这种推论虽然
基于“类比”的性质，但被寄予的希望则远远超出
单纯类比的范围，希求达到某种普遍性，如“以一
知万”等。在孟子那里，它表现为诸如“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③

之类的推论，这属于由己推人的做法，与上例的道
理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出于不同的意愿而已。而
在之前的孔子那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
道，其实也是这样一种推论的反向应用；也就是
说，既然某种行为是自己所不愿做的，因此同样地
也不能施加于他人身上。
由于目标是“以一知万”，实际上就是要从

个别性的对象达到对普遍性全体的把握，因此，

单靠类比的方式来进行，只考虑个别事物之间
的同异，而不进一步考虑个别与一般之间的关
系，如共相的问题、归纳与演绎等，在知识论与
逻辑学上都是不足的，容易在论证上产生一些
问题。我们不妨用孟子心性哲学的有关例子来
做个分析。孟子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是：“人皆
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
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对此他所进行的论
证是：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
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
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④

分析起来，这段论证中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断
言“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
心”，其中涉及的“怵惕恻隐之心”，属于人的隐
秘的、并不显现的内心情感活动。试问，孟子如
何能够得知所有的人“皆有”这样的“怵惕恻隐
之心”呢？是通过直觉，还是通过推论而来，或
是通过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在当时是自然不可

能的；至于是否通过直觉或推论，对此孟子并没
有说明。但不论直觉或推论，它们在方法上都
是不可靠的。其次，这句话中的“皆有”表明，它
是一个普遍性的判断。因此，另一个问题是，孟
子是如何得出这个全称判断的？是通过归纳的

方法，在见到很多个别的人遇到孩童将落井时
的反应，来得出上述命题的吗？假设有见到的
话，那么孟子见到的个例有多少呢？如果完全
的归纳做不到，那么如何能够避免休谟式的问
题，也就是这样的推论的必然性何在呢？

孟子类似的论证，我们还可再举出一些。

如：

　　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是天下之口相
似也。惟耳亦然，至于声，天下期于师旷，

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于子都，

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
也。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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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孟子·告子上》。
《荀子·大略》。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在这里断言天下的口、耳、目如何如何，这
在学理上同样面临上述的问题。我在这里指出
这些问题，并不是要非议孟子的论证，而是为了
表明，在古代哲学那里，由于知识论与逻辑学的
背景知识的局限，在命题的确证上就存在一些
不足，这也从反面彰显了知识论与逻辑学的重
要性。

（三）对事物的同与异的辨别
认识与推论既以“类”为基础，而类的一个

基本特征就是相同或相异，因此对事物的同与
异的辨别也就自然成为论证的一个基本方式。
这在孟子那里表现得很明显。我们且以孟子的
下述对话为例做一番解读。

　　告子曰：“生谓之性。”孟子曰：“生之谓
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
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
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
人之性与？”①

在这段对话中，孟子对以下三种“类”做了辨识。
白羽之“白”与白雪之“白”在“类”上相同，而人
之性与牛之性在“类”上不同。联系到前面所引
的例子，即通过论述人的口、耳、眼皆有相同的
嗜好、喜好等，以引出心有同然的结论，可以看
出，孟子的这些论证都是基于对事物的同类或
异类的分辨来进行的，以此达到对有关命题的
确证。这些论证的逻辑都是一样的，即“凡同类
者举相似”，“类”的同一性逻辑构成命题确证的
基础。
在确证方式上，孟子哲学的内在论的基本表

现，在于采用的是通过类比手段表现出的“一致
主义”的方式（不过只是在有限的意义上），即通
过引用一致性的命题（信念）来支持有待论证的
命题（信念）。如口之于味、耳之于声、目之于
色，都有相同之处，以此为由来确证“心”也有
“同然”的结论。换言之，在这里口之于味、耳之
于声、目之于色，都是作为理由性的命题（信
念），来支持“心有同然”的命题（信念），这些信
念之间产生了一种相互支持的确证关系。

三、心灵投射与认识的准则

作为古代心学发展的高峰，王阳明的“致良
知”说提出了一种类似于“意义投射”的认识观

念：“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
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也。”②

这里，所谓事物的“理”可理解为事物或行为的
一种特殊的意义，它们被解释为不外是由“吾
心”所赋予的结果。换句话说，事物本无所谓
“理”，理乃是主体的“心”所赋予的。具体说来，
“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
治民便是信与仁”③。也就是说，不论是“孝”、
“忠”、“信”还是“仁”，它们的道德意义（“理”）都
是心所赋予的（发动）结果。事物本来并不具有
所谓的“理”（意义），它们都是经由心所赋予的
意义才成其为特定的事物，所以说，“意之所在
便是物”④。并且，王阳明展开论述，如果意在于
事亲，那么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则事君
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则仁民爱物便是一
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⑤反
之，如果认为“理”是事物本身所有的，如“孝”的
理在亲人身上，那么当亲人不在之后，“孝”的理
也就必然随之消失，而这是不可能的。因此，结
论只能是“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⑥。这就像
山中的花一样，你未看它时，“此花与汝心同归
于寂”，并无所谓存在或意义；你来看此花时，
“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它的亮丽呈显，乃
是内在心灵投射的结果。⑦

把对事物的认识理解为一种意义的投射，是
儒家心学的内在论的突出表现，因为它把事物
从其存在到意义都归结为内在心灵活动的结

果。作为一种认识活动，意义投射说不可避免
地涉及认识的有效性问题，即其有效性的判定
标准是什么？

从西方哲学的角度说，知识乃是得到确证的
真信念；也就是说，知识的构成有三个要素：确
证、真和信念。如果把这一知识定义同中国传
统哲学中的知识论加以对照，就会发现，由于中
国传统哲学涉及的多是道德伦理方面的认识，

因此有关“真”这一概念的论述极为罕见，如果
不是全然没有的话。然而，对于知识而言，它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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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告子上》。

王阳明：《传习录》，卷中。

④⑤⑥　王阳明：《传习录》，卷上。

王阳明：《传习录》，卷下。



有一个“有效性”（包括普遍性、必然性、客观性
等）如何的问题。如果不是以真假作为判定的
标准，那么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识判定标准是什
么？

孔子曾经提出凡事物必 有 其 准 则 的 思

想———“有物必有则”①，但显然这并不是专门用
来指认识的法则。有关认识法则或标准的论
述，在中国古代哲学文献中似乎相当少见，这与
中国古代哲学并不太专注于知识论问题的状况

直接有关。
从王阳明的有关论述看，他对此的解决方式

有两方面。其一，以“良知”本身来作为认识的
准则。用他的话来说是：“尔那一点良知，是尔
自家的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
非，更瞒他一些不得。”②这意味着，心自身既是
意义产生的源泉，同时也是判定意义（表现为道
德的是非）的标准。
其二，以“行”来作为是否“知”的标准。王

阳明提出：“知而不行，只是未知。”③很显然，这
里“行”被用来作为是否“知”的标准。如果不
“行”，就是“未知”。“行”构成“知”的必要条件。
他的另一段表述也是这个意思：“可以知致知之
必在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知也。”④其中的“不
行之不可以为知也”，同样是把“行”作为“知”的
必要条件。
王阳明的这两种解决方式，一是属于命题的

确证本身，在认识范围之内来解决命题的有效
性问题；另一是从知与行的关系方面来解决相
关问题。就前者而言，是否有可能达致这样的
解决呢？看来可能的途径是通过一致主义的确

证方式，用同一系统中的命题（信念的表达）来
确证其他的命题，亦即命题之间的相互确证。
这一点在孟子的口之于味、耳之于声、目之于色
及至心有同然的论证中已有表现。这样的确证
方式，对于道德命题来说，尤其显得合适。毕竟
价值与事实不同，价值性的判断无法通过真假
来验证。至于从知与行的关系方面来解决认识
的判定标准问题，这可说是儒家心性哲学的一
个显著特点，它集中体现了其学说经世致用的
品格。

四、中国有无哲学？

概括地说，儒家心学的内在论是一种以心灵

为本体、为认识与道德原则的根源，并通过心有
“同然”的预设，以“类”概念构成论证的逻辑前
提。它通过一种类比性的辨识和推论，用某种
一致主义的方式，来确证道德原则的普适性。
事物的“理”被看作是心灵所赋予的结果，这类
似于现代哲学的“意义投射”的解释。此外，“良
知”本身以及“行”被用来作为认识的准则，“知
行合一”说体现了儒家心性哲学经世致用的特
色。
不过，如果深究起来，这种内在论通过类比

来得出普遍性命题的方式，在逻辑上还是比较
脆弱的。这一论证是直接建立在“类”概念的基
础之上的，然而，“人”虽然在物种上同属一类，
但在各自的宗教信仰、道德信念、哲学思想等方
面，却是多有不同，也就是说，实际上并不存在
这么一种所谓共同的人心。因此，以“心有同
然”为预设来推论道德原则的普适性，其前提并
不与现实情况相符合，因而所得出的理论也不
一定具有普遍的解释力。联系到西方哲学后来
的发展，罗尔斯提出“公共理性”、“重叠共识”的
概念，哈贝马斯提出“交往理性”、“共识”的概
念，都是基于在多元社会中，人们具有不同的宗
教信仰、哲学信念、政治观念等现实状况，而做
出的较为现实、合理的概念刻画。
在上文的诠释中，我使用了一些西方哲学的

概念，如“内在论”、“先验论”、“自然主义”等。
这些概念的使用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我们了
解儒家心学的哲学形态，同时也使我们能够看
到它在思想内容、思考方式等方面与西方哲学
的一些相似之处。联系到“中国有无哲学”的长
期论争，可以说本文的诠释有助于反驳“中国没
有哲学”的论调。虽然这一争论本身涉及的范
围很广，不过其中最为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是哲
学”。说中国“只有思想”，而“没有哲学”，其含
义大概是指这两个方面，一是哲学的表达方式，
二是哲学的问题。
就哲学的表达方式而言，中国哲学确实与西

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往往采用语录的、注解
的方式，而西方哲学一般采用的是体系化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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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告子上》。

③④　王阳明：《传习录》，卷下、卷上、卷中。



式。不过在我看来，对于“什么是哲学”的界定，
不应当主要依据其叙事方式亦即“形式”来进
行，而应当根据其思想与教化的“功能”来进行。
这道理就像中国尽管没有西方那样的拼音文

字，但却有自己的可以行使同西方拼音文字一
样功能的象形文字；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医
学，却同样有可以行使西方医学一样功能的中
医。因此，尽管中国的文字和医学与西方的不
同，却没有人能够说中国没有文字和医学。同
理，中国虽然没有西方形式上的哲学，却有同样
能够行使西方哲学功能的中国哲学。在思想与
教化功能的意义上，中国古代并不缺乏西方人
所意指的哲学，只是在表现方式上有显著差别。
不过对于哲学而言，重要的是其功能，而不是表
现形式。西方哲学也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如
柏拉图哲学的对话方式，康德哲学的演绎证明
方式，维特根斯坦的短论警句方式，但这并不妨
碍它们都成为哲学。因此，表现形式的不同，并
不能用来作为判断是否为“哲学”的标准。
在所思考的问题方面，除了道德哲学方面的

相似性外，还有一个被人们所忽视的方面，即
“形而上学”。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对象，是
上帝（神）概念、世界与自我的心灵，而中国古代
哲学的“天”、“地”、“人”概念，实际上与这三者
正好相对应。这意味着，不论中国或西方，它们
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相同的思考对象，并且作
出具有相似功能的思考，即回答“人是什么”，解
释人与天（神）的关系问题、人在世界上如何安
身行事的问题，等等。所以，即使在最富哲学色
彩的形而上学方面，中国也不乏有西方意义上
的哲学。本文之所以做这番“诠释”的工作，恰
恰是为了表明，中西哲学虽然有不同的叙事话
题、叙事方式，但却不妨碍它们表达了某种程度
上相同的思想观念与思考方式。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元哲学’研
究”（１０ＢＺＸ０４７）、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
项目“经验与先验———知识论的基础问题研究”
（０９ＹＪＡ７２００１７）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盛丹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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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ｍ，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ｉｎｄ，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ｙ

·３５·

◇ 哲学关注


